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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还是全球公共领域

———国际公共传播研究范式分析

宋　 奇

摘　 要： 通过对国际公共传播中民族国家和全球公共领域两种研究范式的分析， 界定了两者不同的逻

辑边界， 分别对其主体、 话语与渠道、 存在问题等进行了辨析。 理论是对现实具有解释力的抽象逻辑分析

工具， 研究认为， 两者均是当前全球格局下有价值的分析方法， 应由研究者根据研究对象、 研究立场、 研

究价值的判断， 择一使用。 民族国家范式的国际公共传播， 公共外交、 软实力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 多元

参与并不能改变一元主体的现实， 应着重推动非官方政治的社会领域的参与。 而全球公共领域范式对于多

元主体理性对话的关注， 将提供分析全球化和互联网革命有价值的理论工具， 并可能推动更加民主的全球

社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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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传播存在多种理论可能， 是传播学学术创新的潜在增长点之一。 但这一领域目前尚未吸引到

足够的关注， 尤其是既有文献对国际视野下公共传播的各个面向尚未进行梳理。 美国维护本国利益时

面向他国公众的传播， 与全球互联网上的公共讨论有什么区别？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博弈时代， 公共

传播展现出何种可能？ 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一、 概念梳理

（一） 从民族国家到全球： 全球化进程中的理论更新

民族国家是当下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 １６１８—１６４８ 年欧洲三十年战争以后， 欧洲诸国通过威斯

特伐利亚条约确立国际关系中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明确了近代国家的基本形态， 以及主权不可动摇

等基本原则。 自 １７ 世纪以来， 民族国家一直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 也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主体。
在传播学研究中， 国际传播一般被界定为是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信息流动， 最鲜明的特征是其政

治性， 也就是民族国家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 以传播手段或传播工具达到其目的的过程。 尤其是在冷

战过程中， 利用广播等大众传播手段进行的国际攻防成为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 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美国之音、 自由欧洲电台、 苏联对外国电台的大规模干扰等。 冷战结束后， 因为民族国家参与国际

斗争的需要， 这种客观现实并未因为普世话语的散播而改变， 而手段有了很大的更新。
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尤其是冷战结束后， 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内在联系开始更深入地拓

展到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对民族国家的三要素， 也就是领土、 主权与人民构成不同维度的挑

战， 也对学术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这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 产生了一种

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 而以全球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现实。 国内有学者， 如北京大学俞可平教授，
认为全球化是有整体性影响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

值得说明的是， 全球化并未代替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主要地位， 两者呈现出叠加与相互影响

的现状。 在特定情况下， 全球化甚至可能成为民族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新工具。 作为对这一现状的回

应出现了全球治理等理论， 认为既然一种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全球秩序已经出现， 传统的国家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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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或国际合作应该向全球治理转变。 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推动的原因包括传

媒技术革新使得跨越国家边界的传播更为便捷、 信息自由流动成为主导意识形态、 跨国公司主导的信

息传播格局推动 “全球文化” 等。 这一全球传播使得全球治理、 地球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成为可能。
在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占据主导、 全球化进程仍在进行中的时代， 对于国际公共传播的认识， 也因之

出现了侧重不同方面的理解。
（二） 公共传播的不同研究范式

和人际传播、 国际传播、 大众传播等传统研究分支相比， 公共传播是边界相对较为模糊的学术概

念， 这也带来了在多个维度上进行理论创新的可能。 公共传播引入国内的早期， 有研究者认为， “公共

传播的首要目的是说服受众， 使之采取有益于自身健康和生活、 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行为； 引导他们

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和努力提高社会道德水准； 指导更多的人承担并完成推动社会发展的使命。” ［１］ 浙江

大学吴飞根据布洛维的四类社会学区分， 将传播学也划分为四种类型， 公共传播即是其中之一， 这从

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经典传播学研究的主流， 也就是社会心理学影响下的经验功能主义流派。 他认为公

共传播是 “基于公共社会发展的需要， 积极参与各种社群实践活动， 为人类的权利的平等、 社会公正

和民主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２］ ， 这就要求传播学者亲身投入社会实践， 参与和卷入社区和社会

公共事务， 而且是可以面向学术界外的。 北京大学师曾志认为， 公共传播指向的是任何组织在处理和

化解危机中所应有的一种思维行为模式， 强调以组织所面向的现实的、 潜在的公众为考虑问题的思路

和出发点， 在与这些公众利益的博弈过程中达到组织利益的最大化。［３］ 中国人民大学胡百精总结了公共

传播的五种研究视角， 即： 公共关系的拓展、 面向公众的传播、 围绕公共议题的传播、 公益传播、 处

于公共性维度的传播，［４］ 并自己提出第六种视角， 即多元主体基于公共性的对话， 并认为包含多元主

体、 公共性价值与整体性方法论、 认识论三个维度。
多元主体与一元主体的区分， 是公共传播学不同视角之间主要的、 最具有隔离性的特征。 主体的单

一性决定了立场的单一性和手段的管理工具性。 多元面向公共的， 由交往和对话组成， 主体的分散构

成了新的可能性。 一元主体的视角， 则延续民族国家的工具管理理性。 多元主体的视角， 在纵向上与

互联网时代的革命性变化相适应， 为公共传播研究打开传播学对去中心化传播环境的适应； 在横向上，
就是与全球化相适应。

公共领域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能达成一定共识而进行的一系列理性论辩过程所组成的沟通网

络。 全球公共领域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则是 “公民个人或集体活动于其中的国际公共空间， 公民们通

过举办国际会议、 创办报刊杂志或出版书籍、 建立网站等多种形式， 就他们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或

国际政策等展开自由的、 理性的、 批判性的对话、 讨论和交流， 形成全球性观念意识、 文化价值和国

际舆论等。” ［５］

因此， 这些理论流派与公共传播不同视角相结合， 形成了民族国家与全球公共领域两种范式， 为了

便于下文作分析， 分别命名为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 和 Ｇ 型国际公共传播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见下

表）。

一元主体 多元主体

工具性 民族国家 （Ｎ 型）

公共性 全球公共领域 （Ｇ 型）

　 　 以下将分别对此作出分析。

二、 民族国家范式

（一） 概念界定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指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公众进行组织化的信息传递， 影响对象国的公共舆论， 进而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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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决策， 使之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的传播形式。 基于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性限定， 这种视角

下的国际公共传播， 与公共外交、 软实力取向的研究多有重合之处。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的参与者是多元的， 但主体是单一的， 也就是民族国家。 维护国家利益， 绝不能

受限于传统视角， 而要考虑时代的特征、 历史的进程。 这一视角下， 虽然针对他国公众进行传播， 但

本质上仍然是为自己利益服务， 常用促进公共利益、 相互理解等话语。 那种因为有媒体、 社会组织等

非官方行为体参与， 就理解为多元主体的研究是错误的， 因为民族国家作为单一主体， 已经包含了这

些机构参与之义， 政府并非民族国家唯一代表， 也并非政府之外的参与者就意味着多元主体。 作为国

家主权执行者的政府是最主要、 但并非唯一的行为主体。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在政府之外还综合大众传媒、 跨国公司、 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体。 随着现代性进

程， 民族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区分愈发清晰， 而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主要是针对他国的

社会层面， 这决定了在形式上与传统外交有很大不同。 随着各国民主化进程的加深， 公民从仅仅参与

投票的选民到能够影响日常决策； 民主体制从公民对政府授权， 到公民对政府授权＋限权。 对公众舆论

影响能够对目标国的国家政策产生影响， 这决定了国际公共传播重要性的提升， 也符合国际关系中从

秘密外交向公共外交的长期历史转型。
（二） 主体： 一元主体与多元参与

国家是主体， 政府作为主权的执行者， 是最重要的实际行为方。 值得一提的是， 将民族国家看作最

重要的行为体， 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阶级分析在国际关系中的首要地位，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并不是所谓

“寄望于人民”， 以及通过对他国人民施加影响来改变其立场。 这也是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在实践中的边

界所在， 其工具性主要是辅助的， 只有在特定时间、 特定事件、 特定情境下才有可能发挥主要作用，
国际关系还是要通过政治性外交关系来推动。 政府在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中起到以下作用：

（１） 确定国际公共传播的核心价值观与主要战略目标。 在国际公共传播中， 政府并不是所有的层

面都 “事必躬亲”， 而是充分发挥社会层面的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是另一种 ２１
世纪的 “总体战”， 政府通过核心价值观和主要战略目标， 协调相关机构， 进行公共传播。

国家形象只是建构的一个中间产品。 通过良好的国家形象建构， 使得他国公众对本国产生好感， 最

后采取购买商品、 消费文化产品、 推动有利于外交政策的舆论等行动。 要进行有效的效果评估， 看是

否对该国确立的战略目标有利， 决不能为了树立形象而树立形象， 只以形象建构评估效果。
（２） 制定政策， 主动参与及应对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 政府可以主动制定政策， 面向他国公众进行

传播， 比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 也要对来自他国的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采取防御措施， 包括控制外国

针对本国公众的传播， 在冷战时期表现明显的如苏联对美国广播的干扰。 在传统上控制进入本国的信

息属于绝对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但随着信息自由流动意识的确立， 这一控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
（３） 提供经济支持， 协调国内组织进行传播。 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经济支持， 促使更广泛的国内组

织参与。 只有来自社会而非政治部分， 才最适合进行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 政府的作用应限定在各种环

境性、 支持性因素， 是 “教练员” 而非 “运动员”。 如孔子学院由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主要内容是汉语

教育、 中国研究， 目标包括 “为世界各国提供汉语言文化的教学资源和服务， 最大限度地满足海外汉

语学习者的需求， 为携手发展多元文化、 共同建设和谐世界做贡献。” ［６］ 事业单位定位和灵活性好过党

政机关， 而如果进一步支持社会组织参与， 效果有望进一步改善， 如法国歌德学院、 西班牙塞万提斯

学院等。
（三） 话语与渠道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是一种 “对我有利” 的话语建构， 主导思路是延续公共关系的工具理性， 有鲜

明的经验管理取向。 但因为是面向他国公众和公共领域的， 要适当采用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作为

话语， 比如基于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话语等。 以极端的方式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话语， 会给国际

公共传播带来极大限制。 常使用的渠道和内容包括：
（１） 媒体传播活动。 包括政府新闻发布、 媒体新闻报道， 主要传播各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

渠道上可以是本国自有媒体的报道， 也可利用对象国的媒体进行报道。 本国媒体的报道多承担信源作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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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但受限于落地情况、 接受习惯和政治限制， 最多的还是对象国媒体的报道。 在这时， 有类似价值

观和共享意识形态的会较为容易， 反之将极大增加难度。 新媒体渠道， 有助于直接建立本国媒体掌控

的渠道， 但价值观的影响依然是决定性的， 希望仅凭几家媒体就改变对象国依据系统价值观而完成

“认知一致性” 的态度， 难度极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同样也是价值观传播。
（２） 民间活动， 包括民间的文化活动、 民间的外交往来等。 一方面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突破了传统

上仅对政治精英进行外交活动的惯例， 面向更为广泛的受众。 但在执行过程中依然有精英主义的影响，
或者说来自传播学的舆论领袖与多级传播的影响， 也即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各类组织活动可以很好

地补充传媒渠道无法覆盖的领域， 实现面对面的交流， 在信息外增进情感沟通。
（３） 个人形象。 如政府领导人出访、 中国游客的海外形象等方面的个人形象， 在 Ｎ 型国际公共传

播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这一点体现了其政治性与社会性共存的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

总理在国外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就是发挥领袖个人角色对对象国的公众进行传播的作用。 据人民网统

计，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到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的 １４ 个月间， 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在海外发表署名文章 １５ 篇， 平均每个

月超过一篇。［７］

（四） 问题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良善理念的污名化， 一些良善理念被操

纵和带有利益诉求地进行操作， 可能会影响对象国的国家利益。 也就是强权国家 “说一套、 做一套”，
而弱势国家因为斗争的需要， 通过否认优势国家借助此类话语进行干预。 但国际上的博弈， 不应该成

为在本国内否定良善理念的理由。 要能够区分两者的边界， 否则不但无法真正在国际上拥有被广泛接

受的话语， 使得弱势地位固定化、 长期化， 而且不利于国家自身的建构。
Ｎ 型国际公共传播在理论上遇到的问题， 是无法与公共外交、 软实力研究做出非常明确的区分， 三

者多有重合。 而如果没有新鲜的理论资源， 那么无法架构为有价值的研究概念。 在这一点上， 公共传

播真正的理论贡献实际上是被抹杀了。

三、 全球公共领域范式

（一） 概念界定

Ｇ 型国际公共传播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 而是以全球范围内相互依存的网络为基本着眼点， 可

以视之为全球范围内多元主体基于公共性展开的沟通过程、 活动与现象， 其目标是解决多主体间性中

的公共性问题， 处理公共事务， 是全球治理的一个支撑， 其核心的是多元主体。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

现基于公共性的沟通， 建构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公共领域。
Ｇ 型国际公共传播是高度基于公共价值和公共话语的对话沟通， 参与者是平等的主体， 由此构成合

作网络。 如果说存在主—客关系的话， 那主体是人类社会， 客体则是现代性、 后现代性以来出现的新

问题， 如风险社会的冲击。 这种变化并非绝对替代了民族国家视角， 而是呈现出一种叠加作用。 尤其

在近期世界各国孤立主义、 保守主义、 民粹主义抬头的趋势下， 全球公共领域有可能在全球合作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
（二） 主体： 多元主体的自主性

所谓多元主体， 并非在传统传—受线性机制的一端增加几个行为体， 比如由大众传媒发起变为由互

联网等渠道发起， 而是指每一个主体都可以自主决定其目标、 战略、 行动， 而不受其他主体的控制或

决定。 自主性是主体的第一特征， 多元主体是指每个主体可以自主决定其目标、 战略、 架构、 成果。
是否承认或许可多个自主主体的存在， 是研究 Ｇ 型国际公共传播的关键。 多元主体的特征还包括非营

利性， 也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 这与跨国公司等经济组织做了明确的区分； 开放性是共享的， 不是以

封闭孤立为原则。
能够参与 Ｇ 型国际公共传播的主体包括： 国际组织、 全球公民网络、 跨国社会运动、 大众传媒机

构、 教育机构、 商业机构等。 在这里就体现出了国内国际一盘棋的特点： 在国内对公共领域进行限制

的， 也无法在国际范围内有效地参与， 因为国际公共传播一定是以国内组织的充分发育为基础的。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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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设是基础性和前提性条件。
信息技术的进步为此提供了支持。 以教育机构为例， 麻省理工学院在二战期间承担了大量军方项

目， 诺伯特·维纳在研究高射炮如何瞄准飞机的课题时发明了控制论， 而当下麻省理工学院， 如美国

工程院院士彭特兰研究可穿戴设备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项目。 从由协助战争到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变迁，
麻省理工学院展现了教育机构在全球中从民族国家工具到公共领域治理的转变。

（三） 话语、 渠道及问题

Ｇ 型国际公共传播推动全球性认同的建构， 超越民族国家的效忠， 推动协同行动， 最终实现全球治

理。 认同政治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的发展是目前全球政治发展的重要趋势， 在很多方面有替代利益政治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的可能。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回归人的基本关注， 承认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 也就是主

体间性， 落脚到公共议题、 公共利益， 最终应对公共问题， 如人权、 国际安全等。 不再关注具体传播

内容所产生的效果 （心理效果或经济效果）， 这是对传统主要关注进行的传播效果研究的超越。
有研究认为， 互联网将通过赋权推动公共传播的发展， 这在全球公共领域中尤其明显。 因为地理距

离、 语言文化差异、 政治限制、 技术倾向等因素， 传统大众传播渠道无力承担平等对话的重任， 而互

联网提供了这种可能。 因为互联网的特点， 受众主动地参与成为多元主体产生的主要动力， 为全球公

共领域的出现提供支撑。 但这种方式同样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Ｇ 型国际公共传播作为有多重理论和实践创新意义的视角， 是公共传播由模糊走向清晰的重要推

动。 但依然存在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是合法性问题： Ｇ 型国际公共传播参与处理全球公共问题， 进行全

球治理。 但在很多情况下国家权威的缺位乃至敌对， 使其合法性受到质疑。 如何使得多元主体的理性

对话成果能够转化为实践政策？ 如何消除乃至对抗民族国家基于本体利益采用对公共话语的干预？ 如

何向更广泛的社会空间中推广和论证自身不急于使传统国家认可的合法性？ 这些合法性问题将会逐渐

得到解决， 但目前仍然存在。

四、 结 　 　 语

理论作为对现实具有解释力的抽象逻辑分析工具， 在学术研究中具有相应的实用性。 公共传播本

身即包含多种可能， 落到国际视野上， 民族国家视角 （Ｎ 型） 和全球公共领域视角 （Ｇ 型） 都有其理

论启示， 如前者对于非官方政府的社会的重视， 后者对于多元主体对话机制的关注。 从学术研究的立

场上看， 主要根据研究者对研究对象、 研究立场、 研究范式的选择， 择一使用。 但全球公共领域视角

将对公共传播建设更加民主的国际社会， 而非新的强权的浮现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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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ｎｇ Ｑｉ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ｗ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ｂｙ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ｓ 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ｄ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ｏｏｌ，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Ｂｏｔ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ｕ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ｒ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ｃｈｏｓｅｎ ｂ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ｗｉｔｈ ｍｕｃ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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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ｉｌｌ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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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ｌｅ， ｐｕｔｓ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ｎｅｗ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 ｍｏｒ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ｅａｒｔｈ．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ｏｆ⁃
ｆｅｒ ｎｅｗ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ａ：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ａ

Ｚｅｎｇ Ｈａｉｆａｎｇ

Ａｓ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ａ ｎｅｗ ｈｅｉｇｈｔ，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ｈａｓ ｓｅｔ ｕｐ ａ ｃｌｏｓｅ ｔｉｅ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
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ｕｓｅ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ｉｎ ｔｅ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ｏｎ Ａｆｒｉ⁃
ｃａ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ｔ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ｈ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ａ＇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ｅｗｓ，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ｗｈｅｎ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Ｈｅ Ｋｕ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 ｆｏｒｍ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
ｅｒ，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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